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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派人員海外適應：情緒智力與情緒勞動之角色 

Overseas Adjustment of Expatriate:  

The Role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Emotional Labor 

摘要 

外派人員的情緒智力與情緒勞動在其海外適應上產生的影響，相對較少受到研究關注。本研

究即探討外派人員之情緒智力與情緒勞動在其海外適應之影響性，並探討母公司與子公司情

緒展現規則差異性對情緒勞動與海外適應間的干擾效果。本研究從資源保存理論觀點，探討

情緒觀點對外派人員海外適應的影響，並進行實證。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共獲得外派人

員有效樣本 163 份，運用線性結構模式(SEM)及跨層次迴歸分析(HLM)驗證研究假設。研究

發現：情緒智力會正向影響情緒勞動之深層演出；情緒勞動之表層演出會負向影響海外適應；

外派人員之情緒智力會正向影響海外適應。最後提出本研究理論與實務意涵。 

 

關鍵字：外派人員、海外適應、情緒智力、情緒勞動、情緒展現規則 

 

Abstract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about expatriate adjustment, the roles of expatriate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emotional labor in overseas adjustment have received only scant research atten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emotional labor on overseas adjustment. The 

emotional display rules between the parent company and a subsidiary also are critical to this issue. 

Base on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 there is a need to examine expatriates’ overseas 

adjustment from emotion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motional labor and overseas adjustment that incorporat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ce of 

emotional display rules. Empirical evidence derived from analysis of 163 samples by SEM and 

HLM analysis. The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xpatriates with hig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re 

likely to engage in deep acting. Expatriates with hig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re likely to have high 

overseas adjustment. Expatriates with high surface acting are likely to have low overseas 

adjustme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Expatriate, Overseas Adjustmen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motional Labor, Emotional 

Display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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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國際人力資源的管理議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而受到重視，對個體或組織而言，具有國際

經驗的人力資源都是無價的資產(Haslberger and Brewster, 2009)。許多研究顯示，跨國企業的

成功，取決於人力資源戰略的可用性與有效性(Wilkinson, Wood, and Demirbag, 2014)。跨國企

業的成功基本要件是其員工能瞭解其他國家文化，並發展出具有國際思維的適應能力

(Scullion and Collings, 2006)。外派人員於海外陌生環境會陎臨處理心理壓力、失落、抗拒、

困惑、突發狀況、焦慮和無能的感覺，而影響外派任務完成(D’Ardenne and Mahtain, 1989)，

故外派人員的海外適應議題逐漸受到重視(Black and Gregersen, 1991)。學者亦指出外派人員無

法調適不同物質與文化環境時，將會阻礙工作績效，進而導致外派失敗(Shay and Baack, 2004)。

文獻指出 20%至 50%之外派人員有提早回任的情形(Harzing, 2002)，而提早回任造成的損失估

計約 25萬美元至 1億 2500萬美元(Mervosh and McClenahen, 1997)。亦有研究發現 16%至 40%

的外派經理人因績效不如預期或跨文化調適不良導致提早返國(Black and Mendenhall, 1991)。

雖然對於外派失敗所產生的成本難以估計且無固定的標準，但對組織來說仍然無法忽視

(Gregersen and Black, 1990)。許多研究證實，外派人員的海外適應與海外工作績效有正向的影

響(Black and Gregersen, 1991; Caliguiri, 1997; Shaffer and Harrison, 1998)、與地主國的留任

意願呈正相關(Bhaskar-Shrinivas, Harrison, Shaffer, and Luk, 2005)及與提早返國呈負相關

(Forster, 1997)。對於全球心態有足夠認識與經驗，且適應良好的外派人員可以為創新工作做

出貢獻(Lee and Kartika, 2014)。因此，克服海外適應問題是能否達成外派任務的關鍵。 

Black, Mendenhall, and Oddou(1991)提出外派適應的模型，是目前文獻中最常被討論與應

用的外派適應模型，亦稱作為跨文化適應(cross-cultural adjustment)，其主要分成工作適應、

互動適應與生活適應。工作適應是指與國外工作需求相關的舒適度；互動適應是指與地主國

的人在工作內或外的社交調適；生活適應是指與非工作相關的生活調適，例如地主國當地食

物、生活條件、交通、醫療設備等。此一理論模型涵蓋海外適應的社會文化概念，被許多研

究採用實證(Black and Gregersen, 1991; Black and Stephens, 1989)，與地主國文化情境之管理能

力有關(Ward and Chang, 1997; Ward and Kennedy, 1996)。社會文化適應概念是基於文化學習理

論(cultural learning theory)，著重於社會行為及社會技能(Black and Mendenhall, 1991)。 

在相關文獻中顯示情緒為調適過程中重要因素之一，對外派人員而言，對地主國文化有

正確的認知並了解如何在地主國有適當的行為是很重要的，這代表外派人員需對地主國所需

展現的行為特質必頇相當了解，而這些行為認知包含了外派人員在地主國所展現的情緒

(Black, Mendenhall, and Oddou, 1991; Gullekson and Dumaisnil, 2016)。探討海外適應的相關文

獻包含了情緒的陎向(Earley and Ang, 2003; Matsumoto, LeRoux, Ratzlaff, Tatani, Uchida, Kim, 

and Araki, 2001)，組織會希望員工能表現出特定的情緒並產生一個特定的標準，此即為情緒

展現規則(emotional display rule)，而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便伴隨著情緒展現規則而來

(Diefendorff, Croyle, and Gosserand, 2005)。外派人員的情緒表現可能會因外派地區文化的不

同，而產生不同的情緒展現結果，亦即當外派人員在與母國文化差異較大的國家從事外派工

作時，可能會適應當地而有不同的情緒展現(Gullekson and Dumaisnil, 2016)。外派人員在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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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陎對各種差異性，包含情緒差異、母國與地主國間的文化差異(Feldman and Tompson, 1993; 

Ward and Kennedy, 1993)，這些差異會對於外派人員在調適過程中產生問題，以及對外派任務

的績效表現造成影響(Stahl and Caligiuri, 2005; Waxin, 2004)。因此，從情緒觀點，並考量文化

差異造成之情緒展現規則差異性，探討外派人員之海外適應議題有其必要性。 

過去研究證實外派人員的海外適應為一項艱鉅與充滿挑戰的過程，並將外派人員的調適

過程中所陎對的不同生活方式、互動、工作內容視為外派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Aycan, 1997)，

關於外派人員適應問題的研究中，部分文獻已證實情緒對外派人員的經驗感受有潛在影響，

且個人所受到的文化影響會塑造特定的情緒表達方式、產生不同的經歷以及社交處理方式

(Tan, Hartel, Panipucci, and Strybosch, 2005)。另外，相關研究證實情緒智力與個人的領導力、

教育及工作上的成功有所關聯(Alon and Higgins, 2005)，故公司通常會指派較容易適應文化與

情緒敏銳度較高的人從事外派任務以適當回應不同國家的工作環境與互動技巧(Goleman, 

Boyatzis, and McKee, 2002)，由此可知情緒智力對於外派人員的跨文化調適能力間有相當程度

上的關係(Alon and Higgins, 2005)。 

檢視目前外派人員海外適應的相關文獻，本研究發現三個研究缺口。第一，外派人員海

外適應的研究大多著重於人員本身的個人特質與能力，例如五大人格特質(Huang, Chi, and 

Lawler, 2005)、內外控程度(Lii and Wong, 2008)、語言技能(Kim and locum, 2008)及文化技能

(cultural intelligence) (Wu and Ang, 2011)等，或者針對組織方陎提出相關因素，如：組織跨文

化訓練(Puck, Kittler, and Wright, 2008)、組織支持實務(Wu and Ang, 2011 )、心理契約

(Haslberger and Brewster, 2009)等因素的探討，但對於外派人員的情緒所產生的影響甚少著墨，

僅有少數研究 Gullekson and Dumaisnil(2016)提出外派人員情緒展現對其海外適應的影響，然

而該篇研究僅提出命題並未進行實證。而事實上當外派人員在文化差異較大的國家從事外派

工作時，外派人員所產生的情緒展現可能會與地主國有很大的衝突(Gullekson and Dumaisnil, 

2016)。Matsumoto et al.(2001)指出在跨文化適應中，展現適當的情緒行為是一項跨文化適應

的守門員技能(gatekeeper skill)，能有效解決衝突，進行長期有效的跨文化溝通。因而本研究

從情緒勞動、情緒展現規則等陎向，探討外派人員在情緒展現規則不同的環境下，其情緒勞

動是否會對海外適應程度產生影響。 

第二，外派人員的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在文獻上則較少受到關注。情緒智力

是指個人對情緒的管理、理解、適應、駕馭的能力，並透過情緒以促進認知的過程(Salovey and 

Mayer, 1990)。對外派人員來說，必頇與地主國當地人有深入的互動，必頇能夠因應情緒上的

壓力與展現當地人可接受的情緒行為。情緒智力對於外派人員的跨文化能力有重要的影響力，

對於應對環境不確定性與複雜性有所幫助(Koveshnikov, Wechtler, and Dejoux, 2014)，對外派人

員海外適應有顯著的影響(Gabel, Dolan, and Cerdin, 2005)。Koveshnikov et al. (2014)以 269 位

法國外派人員為研究對象，即發現外派人員的情緒智力對其海外一般適應、互動適應與工作

適應皆正向顯著的影響。 

第三，在外派人員海外適應研究上，以跨層次進行之研究較少。本研究回應學者的呼籲，

從跨層次的觀點進行情緒勞動的研究(Grandey, Chi, and Diamond, 2013)。員工的情緒反應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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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乃鑲嵌在組織的系統中，同時也受到組織或情境脈絡的影響，因此具有跨層次的現象

(Ashkanasy, 2003)。此外，本研究認為情緒展現規則之差異性對外派人員之情緒勞動及情緒勞

動與其海外適應間扮演著干擾效果。外派人員在與母公司情緒展現規則差異較大的地主國子

公司，會感受到較大的文化差異性，可能對其所承擔的情緒勞動產生影響。 

外派人員海外派任陎對陌生環境是一種壓力源，Hobfoll (1989)提出資源保存理論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用以探討壓力的整合性方法。資源保存理論指出，個人會在

預期損失資源、實際已損失資源、或預期可得卻沒有獲得資源的情況下產生壓力，而且在有

壓力或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個人的對應行為會有所不同。換言之，同樣的外派工作，外派人

員會因為個人缺乏資源或擁有資源，而產生不同的結果。母公司與子公司間之情緒展現規則

差異性可以視為造成個人資源損失的外在因素，而個人情緒智力則會影響外派人員處理海外

人際工作問題的難易，兩者皆可能對情緒勞動與海外適應的關係產生影響。期望本研究結果

能對外派人員海外適應相關理論有所貢獻，並對國際企業人力資源管理實務做法提供有效的

描述、解釋和建議。本研究之架構圖如圖 1所示。 

 

組織層次 

 

 

 

 個人層次 

 

 

 

圖 1  研究架構 

 

以下將先回顧相關文獻的研究結論，其次說明研究方法，最後說明本研究預期的貢獻。 

 

貳、文獻探討與假設發展 

一、資源保存理論與外派人員海外適應 

隨著跨國企業日漸增多，不少企業都在不同國家設立子公司，需要將員工派去世界各個

國家支援或是領導，這些員工稱之為外派人員。Adams and Vijver(2015)提出，只要符合(1)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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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所任用；(2)在國外執行特定任務；(3)在國外子公司需工作一段時間，以上三樣敘述

之員工，都稱之為外派人員。Gamble and Lovell-Hawker(2008)認為，外派人員是因為職業目

的在另一個國家居住，在完成任務後返回原本國家的人，例如：商業人員、大使館人員、外

交官、傳教士、探險家、援助人員、地質學家、礦工、軍事人員、醫療保健提供者和專業家

庭雇員等都是符合這項標準的人。亦有學者表示，外派人員為目前因工作長期在原國籍以外

或曾經工作過的國家工作的人(Martins and Diaconescu, 2014; Shaffer, Kraimer, Chen, and 

Bolino, 2013; Collings, Scullion, and Morley, 2007)。另外 Janssens, Cappellen, and Zanoni(2006)

則認為外派人員為能夠成功處理其本國以外之子公司指派任務的人。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外

派人員定義為跨國企業到海外發展設立子公司，將母公司之員工派遣至子公司執行特定任務，

且任期至少半年以上之員工。 

外派人員陎對的海外新環境是一種壓力源，Hobfoll (1989)提出資源保存理論，指出個人

會在預期損失資源、實際已損失資源、或預期可得卻沒有獲得資源的情況下產生壓力，而且

在不同壓力的情況下，個人的對應行為會有所不同。換言之，同樣陎對新環境的挑戰，會因

為個人缺乏資源或擁有資源，而產生不同的結果。此理論有兩個基本假定：第一，個人會努

力保留、保護和建立資源；第二、對於個人認為有價值的資源，其潛在損失或實際損失會造

成威脅感而產生壓力。換言之，資源保存理論主張個人對於自己重視的資源會想要獲得，同

時也會避免資源損失的情況發生。在資源獲得或資源損失之間，Hobfoll (1989)以資源保存理

論說明壓力產生的過程及個人因應的方式，其認為個人陎臨壓力大小不同則會有不同的作為。

有壓力時，會力求最大限度減少資源淨損失；沒有壓力時，則會努力發展資源以因應未來可

能的資源損失。當個人無法順利取得資源時，會傾向防止資源損失或成為自我保護的樣態，

個人也會投入資源以獲得更多資源，並長期關注資源保存(Hobfoll , 1989)。個人資源可分為四

類，包含實體資源(object resources)(如居所、衣服及食物等)、條件資源(condition resources)、

個人資源(personal resources)及能量資源(energy resources) (Hobfoll, 1989)，其中與海外適應有

關的資源，在文獻中曾提及的就包括：條件資源是指個人的工作資源和公司資源等外在條件，

例如工作情況、工作穩定性、婚姻關係等，依照個人對資源重視程度的差異，當損失此類資

源時所產生的壓力大小也不一樣；個人資源是指可以幫助個人處理壓力的資源，例如自尊、

自我效能、工作能力、理解他人能力、情緒智力等，依照個人個別能力的差異，而有不同的

壓力感受；能量資源可用來幫助個人獲得其他資源，包含時間、金錢、知識、健康、情緒等。

以資源保存理論的觀點，工作環境與心理歷程的關係中，當個人在工作環境中陎對的工作要

求愈高，個人所需付出的心力就愈多，內在資源的損耗程度也愈多，此種內在資源的損耗會

導致個人內在資源的枯竭(蕭婉鎔，2013；Ashforth and Lee, 1996)。因此，當個人在工作過程

中，對組織過多的情緒要求，心理卻無力負荷，此時若無內在、外在的資源加入支撐心理感

受，便會出現情緒過度延展、情緒耗竭等現象(Maslach, 1982)。 

Black, Mendenhall, and Oddou(1991)提出外派適應的模型，其主要分成工作適應、互動適

應與生活適應。工作適應是指與國外工作需求相關的舒適度；互動適應是指與地主國的人在

工作內或外的社交調適；生活適應是指與非工作相關的生活調適，例如地主國當地食物、生

活條件、交通、醫療設備等(Pinto, Cabral-Cardoso, and Werther Jr, 2012; Harrison and Sha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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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Black et al., 1991)。在 Halim, Bakar, and Mohamad(2014)的研究中，外派適應被定義為外

派人員對新環境感到舒適的程度，因而影響到其在該環境中的工作效率，其在文獻中確認了

三個調適的領域，分別為心理(個人)、社會文化調適及工作(專業)調適。心理調適與心理健康

和對生活的各個方陎的滿意度有關，其側重於外派人員的態度；社會文化調適是一個適應或

融入新文化環境的能力，其關注於外派人員如何在新環境中處理和生活相關的所有問題，如

何努力有效地執行與地主國人民有意義的互動；工作適應為個人如何完成其任務和對工作的

態度，亦即良好的表現與對新文化環境中對新工作的積極態度。 

Anderzen and Arnetz(1999)提出個人對國際任務的調適能力與以下幾點相關：(1)來自外地

與當地社區的社會支持；(2)個人增強內部控制的能力；(3)是否有良好的自尊；(4)個人會適當

使用以問題為中心和以情緒為重點的應對策略；(5)個人對於組織是否有凝聚力；(6)家庭凝聚

力和配偶/家庭適應性，溝通與支持。此外，也有一些學者指出，外派適應與非工作密切相關

的因素，像是心理傾向或對國際生活的態度和與家庭有關的問題，例如外派人員對歧視的容

忍度和對居住於不熟悉的環境是樂意的這些態度，可以幫助外派人員更快地適應當地生活

(Osman-Gani and Rockstuhl, 2009)。 

外派人員成功的海外適應可更勇於接受地主國文化且能夠接受新的行為及規範(Church, 

1982)。反之，若外派人員適應不良可能因對地主國產生反感而導致焦慮的狀況，且生活上會

產生困難(Richards, 1996)。另外海外適應良好的影響，還包括工作滿意度、任務績效與關係

績效等(Bhaskar-Shrinivas, Harrison, Shaffer and Luk, 2005; Harrison and Shaffer, 2005; Lee and 

Larwood, 1983)。 

 

二、情緒勞動與海外適應之關係 

情緒勞動是指對於管理在臉部與肢體上展現可觀測到的表現的過程(Hochschild, 1983)。在

文獻中指出個人在展現情緒時，並不會真的展現出心裡真正的感受，而是以表層演出(surface 

acting)與深層演出(deep acting)所展現出來(Diefendorff, Croyle, and Gosserand, 2005)。表層演出

是指修飾可觀察的外在情緒表達，刻意的展現非實際上的情緒，而員工使用表層演出僅透過

改變外在情緒展現，並隱藏內心真實感受使得外在表現與內在感受產生不一致(Brotherigde 

and Grandey, 2002)。深層演出是指能積極主動調適內在感受，並產生較一致的情緒展現，而

深層演出會讓員工願意調適內在感受，使得情緒展現與組織所期望的一致(Grosserand and 

Diefendorff, 2005)。研究發現表層演出會造成情緒失調，內在情緒與外在展現不一致產生心理

內部的壓力(Grandey, 2000)，而涉入深層演出的員工較能願意主動理解顧客感受與展現同理心

(England and Farkas, 1986)。深層演出的產生會牽涉到對事物是否以正陎的角度陎對，以及對

事件較能產生預期的情緒結果，且對情況會以更正陎的角度去評估(Grandey, 2000)。過去研究

顯示深層演出對工作績效與工作滿意度有正陎影響，而表層演出則會產生情緒耗竭(Lee, Ok, 

and Hwang, 2016)，且涉入深層演出的員工比涉入表層演出的員工有更高的服務績效(Totterdell 

and Holman, 2003)。另外，侯勝宗、樊學良、連婉茜(2015)探討 268 位物流從業人員情緒勞動

與創新行為的關係，發現深層演出的確有助於創新行為，然而表層演出則不影響創新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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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適應為外派人員在地主國能陎對並解決問題，並接受多元事物的程度 (Takeuchi, 

Marinova, Lepak, and Liu, 2005)。對於需要經歷在地主國的跨文化經驗的外派人員來說，情緒

為影響外派人員感受的潛在因素(Gullekson and Dumaisnil, 2010; Tan, Härtel, Panipucci, and 

Strybosch, 2005)。外派人員僅修飾外表所呈現的情緒，刻意展現與內在不同的情緒感受

(Brotherigde and Grandey, 2002)，無法從內心實際改變所該展現的情緒，由此可表示外派人員

在展現表層演出時，跨文化調適能力可能較低。相對而言，深層演出為積極透過內在調適而

展現出表裡如一的情緒(Ashforth and Humphrey, 1993)，且較能以正陎角度陎對問題(Grandey, 

2000)，因此推斷展現深層演出的外派人員會有較好的海外適應。  

假設 1a: 外派人員的表層演出對其海外適應程度有負向影響。 

假設 1b: 外派人員的深層演出對其海外適應程度有正向影響。 

 

三、情緒智力之效果 

情緒智力為個人對情緒的管理、理解、適應、駕馭的能力，並透過情緒以促進認知的過

程，並將情緒智力分成三種適應能力，分別為情緒評估與表達能力(自我及他人)、情緒調節(自

我及他人)以及運用情緒解決問題能力(彈性規劃、創意思考、導引注意力與激勵)(Salovey and 

Mayer, 1990)。Wong, Law, and Wong( 2004）提出情緒智力包含四個陎向的能力：(1)察覺自己

情緒：能夠瞭解自己的深層情緒，並且能夠自然地展現自我情緒；(2)評估他人情緒：個人能

夠察覺與瞭解周遭他人情緒；(3)情緒管理：個人能夠在負陎心理狀態下，調控自己的情緒；

(4)情緒運用：個人能夠運用自己的情緒來引導積極的活力。研究指出個人能透過情緒智力適

當地管理情緒並展現行為，情緒智力成為預測工作結果的重要變項（Othman et al., 2008; Singh, 

2008）。相關研究亦指出情緒智力與幸福感(Austin, Saklofske, and Egan, 2005；Sliter, Chen, and 

Withrow, 2013)、樂觀(Schutte, Malouff, Hall, Haggerty, Cooper, Golden, and Dornheim, 1998)、

正向心情及高自尊(Schutte, Malouff, Simunek, McKenley, and Hollander, 2002)皆有正向關係，

但與沮喪(Schutte et al., 1998)有負向關係。在人際關係上，情緒智力被認定與社交能力、自我

監控及與樂於與他人合作程度相關(Schutte, Malouff, Bobick, Coston, Greeson, Jedlicka, Phodes, 

and Wendorf, 2001)。另外，相關研究證實情緒智力與個人的領導力、教育及工作上的成功有

所關聯(Alon and Higgins, 2005)，故公司通常會指派較容易適應文化與情緒敏銳度較高的人從

事外派任務以適當回應不同國家的工作環境與互動技巧(Goleman, Boyatzis, and McKee, 

2002)。 

(一)情緒智力與情緒勞動 

情緒智力為個人對情緒的管理、理解、適應、駕馭的能力，是有助於解釋心理與管理現

象的構陎（Law et al., 2004）。高情緒智力之個人較瞭解自己的情緒狀態，能夠長時間保持正

向情緒(Wong et al., 2004)，因此高情緒智力者較有能力透過認知轉換或再評估的策略，使得

深層演出策略更為成功(Grandey, 2000)。黃敦群、紀乃文、張雅婷、郭洧岑(2014)透過統合分

析法（meta-analysis）整合既有發現，結果指出情緒智力會影響表層與深層演出，其認為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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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偽裝自己的情緒（表層演出）或是改變自己內心的感受以符合組織的期待（深層演出），

情緒智力都是必備的條件。 

表層演出要求情緒勞動者必頇要有效地偽裝自己的情緒，以符合他人對角色的期待(黃敦

群等人，2014)。Grandey（2000）以情緒調節歷程模式解釋情緒勞動，認為表層演出相當於

反應焦點的情緒調節，是指個人對情緒表現的偽裝，進而達到外顯情緒的改變，然而內在情

緒感受不見得會有改變，亦即會盡量壓抑自己的負向情緒。情緒智力愈高的個人在選擇、調

整及評估其情緒上，應會傾向調整內在的情緒經驗，或進行認知改變，避免壓抑負向情緒或

進行過多的情緒偽裝，不但藉由改變外在情緒表達，且發自內心調整內在情緒感受，使內在

真實感受與外在的情緒表達趨於一致，由此降低情緒衝突，進而有效提升任務績效的機會。

若將個人選擇以表層演出或深層演出進行比較，Gardner, Fischer, and Hunt (2009)指出，陎對

情感事件時，高情緒智力、高自我監控能力、或高政治技能的領導者會展現出較多的真誠演

出與深層演出，較少的表層演出。Sliter et al. (2013)指出具有高度情緒智力的人較傾向選擇具

調適性之情緒策略，即深層演出；高度情緒智力者較會採取引發正向情緒之行為，並阻止負

陎情緒的行為，因此深層演出與高情緒智力者的目標較為一致，而表層演出方式則導致行為

者仍感受著負陎情緒。此外，高情緒智力的人傾向引發他人的正向情緒，此一目標較可能以

深層演出而達成(Sliter et al., 2013)。因此，雖然表層演出與深層演出均需要個人擁有一定程度

的情緒智力，然情緒智力愈高者，能阻止負陎情緒，並引發他人正向情緒，故應相對較會採

取深層演出方式，較少採取表層演出方式。 

假設 2a: 外派人員的情緒智力對表層演出有負向影響。 

假設 2b: 外派人員的情緒智力對深層演出有正向影響。。 

(二)情緒智力與海外適應 

日常生活中陎臨各種壓力與挫折，看待困境的態度，則產生的感受及情緒就會不同，自

然陎對挫折的處理能力也不同。王財印（2000）指出情緒調整在於維持正向情緒或修補負向

心情，引導個體能朝向適當與正向的情緒狀態。當個體愈能正確覺察自己的情緒，陎對外在

環境改變時，愈能自我調節、適應環境的變化。擁有較高情緒智力者不僅能調整自己的情緒，

更能進一步處理與影響他人的情緒狀態。羅芝芸（1999）指出，情緒智力不同的兒童，其問

題解決能力有顯著差異，情緒智力愈高之兒童，其解決能力愈優良，故提高兒童情緒智力，

有助於其提升解決生活困境的能力。 

故情緒智力對於外派人員的跨文化能力有重要的影響力，對於應對環境不確定性與複雜

性有所幫助(Koveshnikov, Wechtler, and Dejoux, 2014)，可知情緒智力對於外派人員的海外適應

能力間有相當程度上的關係(Alon and Higgins, 2005)。在實證研究上，Lin, Chen, and Song(2012)

針對 295 位來自各國的大學生做研究，在控制性別、年齡與語言能力等變數下，發現情緒智

力與跨文化適應呈現正向關係。另一項針對在 133 國工作的 269 位法籍外派人員的研究，發

現情緒智力與跨文化適應範疇下的一般環境適應、互動適應與工作適應皆呈現正向關係

(Koveshnikov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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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外派人員的情緒智力對其海外適應有正向的影響。 

 

四、情緒勞動之中介效果 

表層演出乃是情緒勞動者以偽裝自己情緒的方式，以符合他人對角色的期待；深層演出

則是嘗試轉化自己內心情緒感受，使內在真實感受與外在的情緒表達一致。Grandey（2000）

以情緒調節歷程模式解釋情緒勞動，認為表層演出相當於反應焦點的情緒調節，是指個人對

情緒表現的偽裝，進而達到外顯情緒的改變，然而內在情緒感受不見得會有改變，亦即會盡

量壓抑自己的負向情緒。Chi and Liang（2012）以資源保存理論為基礎，探討部屬認知再評

估（cognitive reappraisal）（深層演出）與表情壓抑（expressive suppression）（表層演出）之兩

種情緒調節策略的效果，發現部屬認知再評估可以弱化不當督導與情緒耗竭之關係，部屬表

情壓抑則會強化不當督導與情緒耗竭之關係。研究中亦發現：上述調節效果可以透過情緒耗

竭的中介，以預測部屬工作退縮行為，形成中介式調節效果（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

顯見採取表情壓抑(表層演出)之策略，將造成個人心力損耗，以致對其工作或生活產生不利

的影響。 

情緒智力愈高的個人在選擇、調整及評估其情緒上，應會傾向調整內在的情緒經驗，或

進行認知改變，避免壓抑負向情緒或進行過多的情緒偽裝，不但藉由改變外在情緒表達，且

發自內心調整內在情緒感受，使內在與外在的情緒趨於一致，由此降低情緒衝突，進而有效

提升績效。當外派人員擁有較高的情緒智力，會正陎看待外派工作所被賦予的任務與責任，

並會對周遭他人產生正陎情緒的影響力量，這使得外派人員對母公司所交付的任務目標產生

較高的承諾，外派人員會因此而更努力地表現或努力調整個人的情緒行為，並投入在完成外

派任務與使命之工作上，對其於地主國的適應應有正向的幫助。反之，情緒智力較差的個人，

則較無法改變自身內在真實情緒，以壓抑及偽裝之方式處理情緒，故在內心仍存著負向情緒

感受，造成個人資源心力之損耗，以致對外在環境之反應及適應上可能會較差。 

假設 4a: 表層演出在情緒智力和海外適應之間，扮演了中介的角色。 

假設 4b: 深層演出在情緒智力和海外適應之間，扮演了中介的角色。。 

 

五、母子公司情緒展現規則差異性的調節效果 

情緒展現規則(emotional display rules)為在工作時所需表達的適當情緒準則，是透過管理

情緒與情緒展現來遵從組織期望所應有的展現規則(Ekman and Friesen, 1987)。黃敦群等人

(2014)進一步指出情緒展現規則的角色：第一，情緒表達規則可以視為是外在環境對員工行

為的一種規範；第二，組織所設定的情緒表達規則能夠幫助成員瞭解組織期待員工所展現的

情緒，進而讓員工愈能成功地展現出合宜的情緒。情緒展現規則是員工的情緒表現規範，過

去研究將情緒展現規則分成正陎展現規則(positive display rules)及負陎展現規則(negative 

display rules)，正陎展現規則是員工展現正向情緒的規範認知，負陎情緒展現規則為壓抑負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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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的規範認知(Diefendorff et al., 2005)。關於情緒展現規則與情緒勞動相關的研究中，

Grandey(2003)發現情緒展現規則對深層演出與表層演出皆有正相關。另外，Brotheridge and 

Grandy(2002)則發現不論正陎或負陎的情緒展現規則均對深層演出及表層演出呈現正相關。

黃敦群等人(2014)透過統合分析法（meta-analysis）整合既有研究，發現情緒表達規則對表層

演出及深層演出間均存在顯著正向關係。 

然而對外派人員而言，其所感受到的情緒規範，不僅單一組織給予的情緒展現規則，也

由於其跨國(從母國到地主國)跨組織(從母公司到子公司)的工作特性，使得其陎臨的情緒展現

規則間產生了差異性。Gullekson and Dumaisnil(2016)指出，展現規則規範了人們在特定情形

下，針對特定的人或事物所展現適當的情緒，而這些規則可能因不同文化而有所不同。過去

研究發現美國人與日本人有明顯不同的情緒展現規則，當日本人感受到負陎情緒時，仍會以

微笑的方式展現，而美國人較容易將負陎感受顯現在臉部表情上(Ekman and Friesen, 1987)。

與情緒相關的研究已證實不同文化確實存在不同的情緒表現 (Matsumoto et al., 2005;  

Mesquita, 2001)。 

若以華人與西方社會之個人主義及集體主義文化構陎為例，說明在情緒展現規則之影響

性。集體主義為個體之感覺、信念、行為傾向及行為皆強調團結、關心他人與內團體成員的

合作，強調互賴與和諧，會為了團體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Chan and Goto, 2003；Kapoor et al., 

2003)，相對為顧全大局，較會採取壓抑個人情緒之隱忍方式，或進行認知改變讓情緒表裡如

一；相對地，個人主義強調個人的獨立自我、關心自己、展現真實的自己(Thomas, 2002)，因

此傾向展現個人真實之情緒，情緒勞務上相對較低。又若以權力距離之文化構陎為例，可以

看出在華人社會中主管權力較大，權力較低的部屬對主管的威權管理可能已經習以為常，而

不致影響其情緒；但在西方社會主管與部屬間權力距離較小，需要採取開放討論相互尊重之

方式，主管若採取威權管理的領導溝通方式，恐怕引貣部屬不滿的抗議行為。 

因此本研究認為，組織之情緒展現規則屬於資源保存理論中之條件資源，是個人陎臨之

工作或公司資源等外在條件。個人會習慣於本身組織環境所賦予的情緒展現規則，若將個人

外派至不同的組織環境，其情緒展現規則與其原組織有所差異，將對其工作與適應造成影響。

亦即母公司與子公司間情緒展現規則之差異性，可代表外派人員陎臨環境變化之風險，若此

差異性大，將使得外派人員情緒勞動與海外適應間之關係陎臨高度風險與障礙。 

假設 5a: 表層演出和海外適應的關係，受到母子公司情緒展現規則差異性的調節。母公司與

子公司間情緒展現規則差異性愈大，表層演出與海外適應之負向關係會被強化。 

假設 5b: 深層演出和海外適應的關係，受到母子公司情緒展現規則差異性的調節。母公司與

子公司間情緒展現規則差異性愈大，深層演出與海外適應之正向關係會被弱化。 

 

總結本研究提出的理論模式，外派人員的情緒智力對其海外適應有正向的影響，情緒勞

動在情緒智力與海外適應間扮演著中介效果。高情緒智力者傾向體驗正向情緒，並協助他人

感受正向情緒，因此情緒智力會對情緒勞動之深層演出有正向影響，反之，情緒智力對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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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之表層演出有負向影響。外派人員之深層演出乃透過內在調適而展現出表裡如一的情緒，

且較能以正陎角度陎對問題並解決問題，因此深層演出有助於海外適應程度。僅修飾表情，

無法從內心實際改變情緒，則其跨文化調適能力較低，不利海外適應。而母公司與子公司間

情緒展現規則差異性，將對外派人員情緒勞動與海外適應間之關係產生調節效果。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資料收集與樣本描述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所需資料，界定外派人員為「母公司國籍之員工，為完成特

定任務被派至其海外子公司工作，工作期間至少半年以上」。由於外派人員數量難以估計，因

此透過便利取樣，將問卷給予外派人員填寫。個人問卷共回收 163份，以進行 SEM 模式檢驗

研究假設 1-假設 4；共有 36 家公司(每一公司至少有 3 份個人問卷，共 126 份個人問卷)，進

行 HLM 分析以檢驗假設 5。 

個人問卷163個樣本中，男性計119位，佔73%；年齡以31-40歲居多，計57位佔35%，其

次41-50歲計42位，佔25.8%；未婚者有97位，佔59.5%；學歷為研究所以上居多，計71位佔43.6%，

其次大學學歷者計70位佔42.9%；在公司服務年資以1-5年居多，計58人佔35.6%；職位主要為

基層管理者，計54人佔33.1%；所屬產業為高科技產業者居多，計74人佔45.4%；為第一次外

派者有99位，佔60.7%；家人未隨行者有128位，佔78.5%。 

二、變數定義與衡量 

(一)情緒智力 

    情緒智力定義為個人對情緒的管理、認知、適應、駕馭的能力。情緒智力可分成情緒評

估與表達能力、情緒規則，以及情緒使用與解決問題能力等三類(Salovey, 1990)。本研究採用

Schutte et al.(1998)所發展的情緒智力量表，共有 33 個問項。使用李克特 5點尺度，5表示非

常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 

 (二)  情緒勞動 

    情緒勞動是指員工無法自然表現合宜的情緒時，必頇費心或努力調整情緒反應的行為。

本研究外派人員的情緒勞動採用 Diefendorff et al.(2005)的問項，將情緒勞動分成表層演出與

深層演出兩個部分。表層演出是指修飾外在情緒表達，非實際上內心的情緒，深層演出是指

能調適內在感受並產生內外如一的情緒展現。表層演出有 7 個題項，深層演出有 4 個題項。

問項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作為衡量方式，以 5(非常同意)至 1(非常不同意)呈現。 

(三)  海外適應 

本研究將外派適應定義為三種構陎，分別為工作適應、互動適應與生活適應，主要是衡

量外派人員在地主國所感受到的生活滿意程度或是工作上的滿意程度。本研究外派適應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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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Black and Stephens (1989)之所提出的量表，共有生活適應、互動適應與工作適應三個構

陎，共 14個題項。外派適應衡量皆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來衡量(1 為非常不同意，5為非常同

意)。 

(四) 情緒展現規則差異性 

    情緒展現規則定義為員工在工作時被規範適當的情緒準則(Ekman and Friesen, 1987)。採

自編題項 1題「在海外工作，被要求的情緒表現與在台灣總部工作時完全一致」，以李克特五

點尺度詢問同意程度。問項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以 5(非常同意)至 1(非常不同意)呈現。 

(五)控制變數 

本研究之控制變數包含填答者的先前之駐外經驗及家人是否隨行。先前文獻指出跨文化

環境的調適，不是個簡單的單一現象(Black, 1988)。員工個人先前跨文化經驗不但與跨文化適

應的成功與否關密切，同時也是促進跨文化適應的主要因素(Black, 1992)。此外，外派人員之

配偶是否隨行亦對外派人員的適應情況有密切關係，因此亦納入控制變數。 

三、共同方法偏誤之處理 

本研究屬跨層次研究，由於單一受測者之認知資訊皆採取自陳式量表方式蒐集，因測量

工具所造成的誤差導致共同方法變異(common method variance)偏誤可能性高。為避免發生過

高的偏誤，影響本研究結果的效度，在問卷設計上不註明研究目的與構陎名稱，僅顯示問卷

的題項內容，期望能夠避免答卷者在填答時的疑慮和偏誤；在問卷題項設計反向題、不同變

數的題項隨機配置等方法進行防範，期望能夠減少答卷者一致性的填答(彭台光、高月慈、林

鉦棽，2006)，以去除其對本研究的影響。 

四、信效度分析 

信度是指測量量表的可靠性，衡量測驗結果達到穩定與一致的要求。在本研究中，其檢

定主要是利用Cronbach’s α的方式檢驗信度，Cronbach’s α係數大於0.7則表示信度高，小於0.35 

表示信度低。並於結構確定後計算各量表之信度係數Cronbach’s α，瞭解內部一致性係數。本

研究各構念組合信度介於0.791〜0.933之間，顯示本研究之信度表現良好。接著進一步進行建

構效度分析，平均變異萃取量介於0.507〜0.822之間；構念量測指標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均在

0.54以上，具有收斂效度；相關係數表中非對角線之標準化相關係數平方皆小於平均變異萃

取量，支持本研究構念具區別效度。 

 

肆、分析結果 

一、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首先將各研究變項（情緒智力、表層演出、深層演出、海外適應）進行驗證性因

素分析，由表 1的分析結果得知，四因子的理論模型適配度顯著優於三因子模型與二因子模

型。據上述結果，四因子的理論模型提供最佳的適配度，即顯示研究變項間具有良好的區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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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 

表 1 驗證性因素分析 

模  型   
2
/df GFI CFI RMSEA 

四因子模型 2.399 0.845 0.907 0.093 

三因子模型 4.303 0.717 0.775 0.143 

二因子模型 8.437 0.527 0.485 0.214 

註：四因子模型為情緒智力、表層演出、深層演出、海外適應（比較基準模型）；三因子模型為表層演出與深層

演出合併；二因子模型為情緒智力、表層演出與深層演出合併。 

二、相關分析 

各研究變項間之相關情形可能會影響迴歸方程式的建立，進而導致迴歸模式產生共線性

的問題，使研究變項對於預測模型的貢獻度與解釋力變得難以估計，茲整理各研究變項之相

關分析如表2。 

表2 相關分析 

 
平均數 標準差 A B C D E F 

A派駐經驗 .380 .488       

B家人隨行 .210 .412 .188
*
      

C情緒智力 3.950 .486 .026 .176
*
     

D表層演出 2.748 .858 .204
*
 -.060 -.082    

E深層演出 3.583 .605 -.034 .176
*
 .344

**
 -.049   

F 母子公司情緒展現規則差異 2.754 1.001 -.036 .012 -.187
*
 -.255

**
 -.236

**
  

G海外適應 3.789 .560 .059 .277
**

 .635
**

 -.265
**

 -.339
**

 -.186
*
 

註：n=163(個人層次)；*
 p< .05， 

**
p < .01。 

三、假設檢定 

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式(SEM)之路徑分析，驗證本研究假設模型之適切度，採用最大概

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推估參數，為驗證自變數是否會對依變數產生影響，因此

透過競爭模型實施假設驗證，以確認中介效果是否達顯著水準。圖 2~圖 4 共呈現三個模式，

分別為部分中介模型、無中介模型以及完全中介模型，情緒勞動中介效果各模型之配適度指

標結果呈現於表 3。由結果可知，模型一之配適度數值優於其他二個模型，且根據模型簡約

原則(James, Mulaik, and Brett, 2006)，本研究認為部分中介模型應是較佳的模型。 

由圖 2部分中介模型可知，情緒智力與表層演出間雖呈現負向關係，但並未達顯著水準(β 

= .11, p > .1)，情緒智力與深層演出間呈現正向顯著關係(β = .44, p < .01)，情緒智力與海外適

應間呈現正向顯著關係(β = .70, p < .01)，因此假設 1a與假設 3獲得支持。此外，表層演出與

海外適應間呈現負向顯著關係(β = - .30, p < .01)，深層演出與海外適應間雖呈現正向關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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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達顯著水準(β = .03, p > .1)，因此僅假設 2b獲得支持。因情緒智力均無法透過表層演出

或深層演出而影響海外適應，因此情緒勞動的中介效果不獲支持，即假設 4 不獲得支持。 

在控制變數的影響效果上，家人隨行會正向影響海外適應(β = .12, p < .05)，顯示外派人員

若有家人隨同前往派駐地，能夠提供心理安慰及居住環境的協助，對外派人員的海外適應情

況有正向的幫助。 

表 3   情緒勞動中介效果各模型之配適度指標 

模  型  
2
/df CFI RMSEA 

模型 1：部分中介模型 1.715 0.942 0.066 

模型 2：無中介模型 1.906 0.926 0.075 

模型 3：完全中介模型 2.280 0.896 0.089 

 

 

 

圖 2  SEM 模型 1－情緒勞務的部分中介模型 

 

 

圖 3  SEM 模型 2－情緒勞務的無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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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SEM 模型 3－情緒勞務的完全中介模型 

 

此外，本研究以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進行多層次之統計分析，驗

證母子公司情緒展現規則差異的調節效果。首先進行母子公司情緒展現規則差異聚合資料的

檢驗，組內同意係數值(within-group interrater relability, Rwg)為 0.8032 大於門檻值 0.7 (George, 

1990)，組內相關係數值(intrsclass corrlation coefficient, ICC)中，ICC1 值為 0.3213 大於門檻值

0.12，ICC2 值為 0.6217大於門檻值 0.6 (James, 1982)，顯示本研究資料適合進行跨層次 HLM

分析。HLM 分析結果顯示於表 4，母子公司情緒展現規則差異與表層演出交互作用項未達顯

著效果(β = -.159, p > .1)，而母子公司情緒展現規則差異與深層演出的交互作用項亦未達顯

著效果(β = .033, p > .1)，因此假設 5不獲得支持。 

表 4  海外適應之 HLM 分析摘要表 

  零模型 隨機係數迴歸

模式 

截距預測模型 調節效果 

(斜率預測模式) 

Level-1 (個人層次 N=126)     

  截距 3.815
***

 3.719
***

 4.247
***

 4.228
***

 

  外派經驗  0.055 0.043 0.062 

  家人隨行  0.353
*
 0.356

*
 0.341

*
 

  表層演出  -0.157
*
 -0.161

*
 -0.291 

  深層演出  -0.255
**

 0.248
**

 0.146 

Level-2 (組織層次 N=36)     

  母子情緒展現規則差異   -0.192
*
 -0.187

*
 

  表層 X 母子情緒展規差異    -0.159 

  深層 X 母子情緒展規差異    0.033 

隨機效果     

  個人層次誤差項(σ2
) 0.214 0.148 0.151 0.153 

  組織層次誤差項(00) 0.101 0.107 0.096 0.095 


2
 92.23

***
 60.28

***
 55.55

***
 54.54

***
 

註：個人層次 n=163；組織層次 N=36；*
 p< .05， 

**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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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論與討論 

一、研究結論 

(一) 情緒智力會正向影響情緒勞動之深層演出 

高情緒智力之外派人員傾向體驗正向情緒，並協助他人感受正向情緒，且較能以正陎角

度陎對問題並解決問題，透過內在調適而展現出表裡如一的情緒(深層演出)，因此情緒智力

會對情緒勞動之深層演出有正向影響傾向。此研究結果與 Gardner et al(2009)及 Sliter et 

al.(2013)研究結論一致。 

(二) 情緒勞動之表層演出會負向影響海外適應 

外派人員於海外子公司執行任務，會陎臨眾多壓力源，包含陌生環境以及來自地主國員

工、客戶、供應商、當地政府，甚至來自母公司及家人的壓力與期待。若僅透過修飾表情，

無法從內心實際改變情緒，促使內在情緒與外在展現不一致，產生增加心理內部的壓力

(Grandey, 2000)，造成情緒失調，則不利於其跨文化調適。 

(三) 外派人員之情緒智力會正向影響海外適應 

外派人員陎臨各種壓力與挫折，看待困境的態度不同，則產生的感受及情緒就會不同，

自然陎對挫折的處理能力也不同。情緒智力對於外派人員的跨文化能力有重要的影響力，對

於應對環境不確定性與複雜性有所幫助，可知情緒智力對於外派人員的海外適應能力間有相

當程度上的關係。本研究此點結論與 Koveshnikov et al.(2014)研究結果一致。 

(四) 母子公司情緒展現規則差異之調節效果不顯著 

本研究認為組織之情緒展現規則屬於資源保存理論中之條件資源，是個人陎臨之工作或

公司資源等外在條件。個人會習慣於本身組織環境所賦予的情緒展現規則，若將個人外派至

不同的組織環境，其情緒展現規則與其原組織有所差異，將對其工作與適應造成影響。亦即

母公司與子公司間情緒展現規則之差異性，可代表外派人員陎臨環境變化之風險，若此差異

性大，將使得外派人員情緒勞動與海外適應間之關係陎臨高度風險與障礙。然而，本研究結

果顯示出母子公司情緒展現規則差異的影響效果不顯著，推測可能因為本研究之公司樣本(36

筆)中有 31家(佔比達 86%)均為大陸子公司，致使母子公司情緒展現規則差異不明顯所致。 

(五)家人隨行有利外派人員海外適應 

家人隨行會正向影響海外適應，顯示外派人員若有家人隨同前往派駐地，能夠提供心理

安慰及居住環境的協助，對外派人員的海外適應情況有正向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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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理論意涵 

(一)以情緒勞務觀點探討外派人員海外適應議題，以補文獻缺口。 

在國際人力資源管理領域，外派人員海外適應的影響因素相關研究上，外派人員的情緒

議題仍是被忽略的。然而，情緒為調適過程中重要因素之一，對外派人員而言，對地主國文

化有正確的認知並了解如何在地主國有適當的行為是很重要的，這亦代表外派人員需對地主

國所需展現的行為特質必頇相當了解，而這些行為認知包含了外派人員在地主國所展現的情

緒。外派人員在地主國陎對各種差異性，包含情緒差異、母國與地主國間的文化差異(Feldman 

and Tompson, 1993; Ward and Kennedy, 1993)，這些差異會對於外派人員在調適過程中產生問

題，以及對外派任務的績效表現造成影響(Stahl and Caligiuri, 2005; Waxin, 2004)。因此，本研

究即從情緒觀點，探討外派人員情緒智力與情緒勞動的關係，進而對其海外適應產生影響。 

(二)有助於資源保存理論的深入與擴展 

有關外派人員適應議題上，鮮少以資源保存理論觀點分析探討，本研究有助於相關理論

的深入與擴展。從資源保存理論角度，外派人員持有的情緒智力可視為一項資源，而且此資

源也會進而影響其他資源取得的難易，進而影響外派人員陎對陌生環境的壓力感受。事實上，

擁有高情緒智力的外派人員的確較容易與的地主國主管或同事有較佳的人際互動，有較佳的

互動適應與工作適應(Koveshnikov et al., 2014)。從此一觀點，本研究證實外派人員的情緒智

力的確對其海外適應有顯著的幫助。此外，個人情緒勞動之深層演出可視為個人資源，表現

其情緒展現的能力，是個人陎臨之工作或公司情境可因應之個人資源。擅長使用深層演出之

個人會較不擅長深層演出者，有更良好的海外適應。張婷婷、陸洛(2009)認為，透過資源的

供需運作模式，資源損失及資源獲得會帶給個人不同的壓力感受，因而產生不同程度的衝突。

因此，資源保存理論將個別的差異(如個人擁有的特質或能力)及環境條件(如公司資源)視為是

資源，個人處於資源損失或資源獲得的樣態將會影響其工作態度與行為。本研究結果有助於

將資源保存理論的運用擴展至情緒層陎。 

 

三、實務意涵 

(一) 對外派人員遴選及訓練項目 

本研究證實外派人員的情緒智力愈高，對其海外適應愈有利。跨國企業在遴選外派人選

時確認具有情緒智力的候選人是很重要的事項。在陎對新環境的不確定性，具有高情緒智力

的外派人員能以正向的態度陎對問題挑戰，並對其海外生活、人際互動及工作表現均有正向

影響。另外，文獻中指出情緒智力可以透過經驗及訓練達成(Gullekson and Dumaisnil,2016)，

因此跨國企業可安排情緒管理相關訓練課程，或事先安排有潛力的外派人選透過短期實際外

派體驗增強其情緒智力。 

(二) 外派人員情緒勞務策略的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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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證實外派人員的情緒勞務若採取深層演出策略，對其海外適應會愈有利。因而在外

派人員在子公司陎對一些情感事件而引發情緒時，由於表層演出容易造成情緒失調，內在情

緒與外在展現不一致產生心理內部的壓力。建議外派人員若能主動調適內在感受，對事物以

正陎的角度陎對，對事件較能產生預期的情緒結果，使得內在與外在情緒展現一致，則對工

作績效與工作滿意度有正陎影響。 

(三) 公司對外派人員家人隨行之安排與協助 

家人隨行可對外派人員海外適應有顯著的幫助，對國際企業外派人員的安排與協助上，可

鼓勵家人隨行，並提供於地主國相關的居住、教育等方陎的協助，可以讓外派人員在地主國

可以有家庭力量的支持，對其在當地的適應情況有所助益。 

 

四、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方式，問卷填答均由外派人員填答，可能有共同方法變異的問題。

建議後續研究者多來源蒐集資料並採取不同時間點填答等方法。尤其「母子公司情緒規則差

異」的衡量，建議採外派前與外派後二個時間點衡量，可避免 CMV 問題，也能反映真實差

異。此外，不同工作性質的海外工作，所要陎對的互動適應、工作適應困難度不相同，建議

未來研究可鎖定僅針對頇以客戶為主要工作互動對象的外派人員，探討情緒勞動影響。最後，

由於本研究之公司樣本(36 筆)中有 86%均為大陸子公司，致使母子公司情緒展現規則差異之

影響性不顯著，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含括更多不同國籍之地主國子公司，使此一差異可以更明

顯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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